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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了解中国中老年居民能量调整膳食炎症指数（E-DII）随年龄的变化轨迹及其与 2型糖尿病

（T2DM）发病的纵向关联，为我国中老年 T2DM患者的膳食指导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

调查（CHNS）项目中 1991—2018年队列数据，纳入其中有≥3轮完整膳食调查数据，且有≥2轮人口经济学、
生活方式、疾病史、体格测量和血糖检测指标的基线未患糖尿病的 4 342名≥40岁中老年居民相关数据。应

用基于组的轨迹模型识别其 E-DII变化轨迹，并采用两水平 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中国中老年居民 E-DII
变化轨迹与 T2DM发病的关系。结果  最终纳入分析的 4 342名≥40岁中老年居民共随访 29 979人年，平均

随访（6.90±2.54）人年。随访期间发生 T2DM者 401例，发病密度为 13.38/1 000人年，T2DM累积发病率为 9.24%。

中老年男性和女性居民均识别出 3类 E-DII轨迹组，男性组分别命名为“中促炎–上升组”（78.82%）、“中促炎–
下降组”（6.10%）和“高促炎–稳定组”（15.08%）；各组 T2DM累积发病率依次为 10.05%、14.17%和 11.45%；女
性组分别命名为“低促炎–上升组”（16.60%）、“中促炎–下降组”（6.74%）和“中促炎–稳定组”（76.66%）；各组

T2DM累积发病率依次为 9.90%、3.75%和 8.19%。在调整基线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居住地、家庭人均年

收入、吸烟情况、饮酒情况、身体活动量、睡眠时间、慢性病病史、平均每日能量摄入量、体质量指数、收缩

压、舒张压和随访年数等混杂因素后，两水平 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中促炎–稳定组和低促

炎–上升组女性中老年居民发生 T2DM的风险分别为中促炎–下降组女性中老年居民的 3.22倍  （HR=3.22，
95%CI=1.37～7.55）和 4.81倍（HR=4.81，95%CI=1.96～11.83）；男性中老年居民 E-DII变化轨迹与 T2DM发病

无显著关联。结论  中国中老年居民饮食普遍存在促炎风险，中老年女性居民 E-DII随年龄明显上升趋势组

和维持在较高促炎水平的轨迹组均会增加 T2DM的发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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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age-related  trajectories  of  the  energy-adjusted  dietary  inflammatory  index
(E-DII) and their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 with the incidence of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 among middle-aged and
elderly Chinese residents,  providing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dietary guidance in T2DM prevention. Methods  Data were
obtained from the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CHNS) cohort (1991–2018). A total of 4 342 participants aged ≥
40 years without baseline diabetes, who had completed ≥ 3 rounds of dietary surveys and ≥ 2 rounds of assessments on
sociodemographics, lifestyle, medical history, anthropometry, and blood glucose, were included. Group-based trajectory
modeling was employed to identify E-DII trajectory patterns, and a two-level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DII trajectories and T2DM incidence. Results  The study included 4 342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articipants  aged ≥ 40  years,  contributing  29  979  person-years  of  follow-up,  mean  follow-up
(6.90  ±  2.54)  person-years.  During  the  follow-up,  401  T2DM  cases  were  identified,  yielding  an  incidence  dens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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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8 per 1 000 person-years and a cumulative incidence of 9.24%. Three distinct E-DII trajectory groups were identified
for  both  sexes.  Among  males,  the  three  groups  were  labeled  as  "moderate  pro-inflammatory–increasing"  (78.82%),
"moderate pro-inflammatory–decreasing" (6.10%), and "high pro-inflammatory–stable" (15.08%) groups, with cumulative
T2DM incidence rates of 10.05%,  14.17%,  and 11.45%,  respectively. Among females, the three groups were "low pro-
inflammatory–increasing" (16.60%), "moderate pro-inflammatory–decreasing" (6.74%), and "moderate pro-inflammatory–
stable"  (76.66%)  groups,  with  cumulative  T2DM  incidence  rates  of  9.90%,  3.75%,  and  8.19%,  respectively.  After
adjusting for baseline ag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marital status, residence, annual per capita family income, smoking,
alcohol  consumption,  physical  activity,  sleep  duration,  chronic  disease  history,  mean  daily  energy  intake,  body  mass
index, systolic/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and follow-up duration, a two-level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model
revealed  that  females  in  the  "moderate  pro-inflammatory–stable"  and  "low  pro-inflammatory–increasing"  groups  had
3.22-fold (95%CI: 1.37–7.55) and 4.81-fold (95%CI: 1.96–11.83) higher risks of T2DM, respectively, than those in the
"moderate  pro-inflammatory–decreasing"  group.  No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was  observed  in  males. Conclusions  Pro-
inflammatory  dietary  patterns  are  prevalent  among  middle-aged  and  elderly  Chinese  residents.  In  females,  both  an
upward trend in E-DII with age and sustained high pro-inflammatory levels are associated with an elevated risk of T2DM.
【 Keywords】   energy-adjusted  dietary  inflammatory  index  (E-DII);  trajectory;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
incidence; middle-aged and elderly residents; China

糖尿病是一种由多种病因引起的代谢性疾

病。2021年中国糖尿病年龄标化患病率为 10.6%，
患病数>1.4亿人，糖尿病患病数最多且呈逐年增

长趋势 [1]。研究表明，成年糖尿病患者以 2型糖

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为主，且多发

于中老年人 [2]。慢性低度炎症是一种持续性、低

水平、非感染性、全身性的轻微炎症状态，表现为

血液中炎性因子水平升高。近年来，慢性低度炎

症被认为是 T2DM发生的危险因素之一[3]。膳食

在慢性炎症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调控作用，膳食

炎症指数（dietary inflammatory index, DII）可综合、

全面地评价个体整体膳食的炎症倾向 [4]，已得到

多种炎症生物标志物的验证 [5–6]，对指导居民健

康饮食行为以预防 T2DM的发生发展有着重要

意义。虽然目前有大量研究表明，DII与糖尿病

发病具有相关性，但在不同人群中研究结论尚不

一致。且此类研究多为横断面研究，无法验证因

果关系[7–9]。此外，较少有研究关注DII在个体生命

历程中的动态变化情况及对健康的影响。为了解

中国中老年居民能量调整膳食炎症指数（energy-
adjusted  dietary  inflammatory  index,  E-DII）随年龄

的变化轨迹及其与 T2DM发病的纵向关联，为我国

中老年 T2DM患者的膳食指导提供科学依据。本

研究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CHNS）项目中 1991—2018年队

列数据，应用基于组的轨迹模型识别其 E-DII变
化轨迹。并采用两水平 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

析中国中老年居民 E-DII变化轨迹与 T2DM发病

的关系。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营养与健康所和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合作开展

的纵向追踪调查项目 CHNS。首轮调查始于 1989

年，至 2018年共进行 11轮调查，覆盖黑龙江、辽

宁、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

北京、上海、重庆、陕西、浙江和云南等 15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本研究收集其中 1991—2018年
的队列数据，纳入其中有≥3轮完整膳食调查数

据且有≥2轮人口经济学、生活方式、疾病史、体格

测量和血糖检测指标的基线未患糖尿病的 4 342
名≥40岁中老年居民相关数据。内容包括性别、

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居住地、家庭人均年

收入、吸烟情况、饮酒情况、身体活动量、睡眠时

间、慢性病病史、平均每日能量摄入量、体质量

指数、收缩压、舒张压、随访年数和 T2DM发病

情况等。其中，家庭人均年收入按三分位数分为

低、中、高收入水平；吸烟指现在有吸烟行为；饮

酒指过去 1年曾饮过啤酒、白酒或其他酒类；身

体活动量包括休闲性体育活动、职业性、交通性

和家务性身体活动，利用各项活动相应的代谢当

量（metabolic equivalent, MET）与每周参加各种身

体活动时间 （h/week）的乘积评估身体活动量

（MET-h/week）[10–11]；睡眠时间<7 h/d为不足，7～
8 h/d为合理，≥9 h/d为过多 [12–13]；有慢性病病史

指研究对象自述曾在医疗机构确诊患有心血管

疾病、癌症、中风等≥1种慢性病；体质量指数按

体重（kg）/[身高（m）]2 计算；收缩压和舒张压采

用水银汞柱式血压计测量，测量 3次后取平均

值；随访年数指研究对象从被纳入第 1次测量到

最后 1次测量的总时长；T2DM指空腹血糖（fast-
ing plasma glucose, FPG）≥7.0 mmol/L和/或糖化血

红蛋白 （Hemoglobin A1c,  HbA1c）≥6.5%，或自报

有糖尿病病史或有胰岛素注射史、口服降糖药史[2]。

本研究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批准（批号：2018-004）。且

所有调查对象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2    统计分析　应用 R 4.4.0和 Stata MP 18.0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定性变量采用 n（%）表示，组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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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k=1

较采用 χ2 检验。为避免调查对象患 T2DM后改变

饮食习惯对轨迹识别的潜在影响，选择调查对象

从其首轮参与调查至仍未确诊 T2DM的最后 1轮
随访或从首轮调查至确诊为 T2DM的前 1轮随

访之间所有轮次的调查数据进行 E-DII轨迹识

别。E-DII的计算采用连续 3 d 24 h膳食回顾法收

集调查对象在 2个工作日和 1个休息日内消费的

所有食物信息（包括正餐和零食）。结合家庭称重

记账法收集调查期间调查户食用油和调味品的

消费状况，将家庭食用油和调味品消费量按家庭

成员摄入能量比分配到每个家庭成员。参考《中

国食物成分表》[14–15] 将研究对象的食物消费数据

转换成能量和各类营养素平均每天的摄入量。包

括抗炎膳食成分（酒精、β–胡萝卜素、膳食纤维、叶

酸、镁、单不饱和脂肪酸、烟酸、多不饱和脂肪酸、

核黄素、硒、硫胺素、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

素 E、锌）及促炎膳食成分（碳水化合物、胆固醇、

脂肪、铁、蛋白质、饱和脂肪酸）。在营养流行病

学研究中使用能量控制模型能够从膳食组分摄

入量中排除总能量摄入的混杂作用，探究膳食组

分摄入与研究结局之间的真实关联。营养素残差

模型明确关注营养素的残差变异，而非绝对摄入

量，进一步校正总能量摄入量也不会改变其生物

学意义。因此，本研究采用营养素残差模型 [16]，

利用 CHNS可获得的 21种营养成分计算 E-DII。
具体步骤为：（1）利用营养素残差模型来计算调

整能量后的营养素摄入量；（2）某膳食成分 Z评

分=（日均摄入量–全球人均日摄入量）/全球人均

日摄入量标准差；（3）为减少最小化异常值和右

偏效应的影响，将 Z评分转化为百分位数评分

（P-score）；（4）实现以“0”为中心且“−1”到“+1”的
对称分布：Yi=P-score×2−1；（5）某膳食参数特异

性 E-DII=Yi×该膳食成分的总体炎症效应评分；

（6）个人的总 E-DII= 膳食参数特异性 E-DII[4]。

其中，i 为某特定的膳食参数，k 为膳食参数的个数，

Yi 为对称分布的百分位数评分；E-DII取值为 0
时代表膳食不具有炎症效应，取值越高代表膳食

越促炎；反之，代表膳食越抗炎。研究对象 E-DII
轨迹识别主要采用基于组的轨迹模型 （group-
based trajectory modeling, GBTM）[17]，模型拟合效

果的评价依据有贝叶斯信息准则（bayesian infor-
mation criterion, BIC），平均后验概率（average po-
sterior probability of assignment, APPA）和赤池信息

准则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其中 BIC
和 AIC绝对值越小，模型拟合越好，APPA>0.8且
越接近 1，模型拟合越好 [18]。采用两水平 Cox比
例风险回归模型（一水平为个体，二水平为社区）分

析 E-DII变化轨迹与 T2DM发病的关系。生存时

间指从基线调查开始，到研究对象发生 T2DM、失
访或最后 1次测量未发生 T2DM之间的时间间

隔。Cox模型的等比例风险假设通过 Schoenfeld
残差进行检验，协变量均以基线数据纳入模型。

检验水准为双侧检验 α=0.05。

 2   结　果

 2.1    研究对象基线特征　本研究纳入分析的 4 342
名中国中老年居民中，男性 1 969人（45.35%），女性

2 373人（54.65%）。1 969名男性中老年居民中，

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 718人（36.47%），初中 718
人（36.47%），高中及以上 533人（27.06%）；婚姻状

况非在婚127人（6.45%），在婚1 842人（93.55%）；居

住在城市 557人（28.29%），农村 1 412人（71.71%）；

家庭人均年收入低（<5 458.29元）628人（31.89%），

中 （5  458.29⁓ 12  437.81元 ）682人 （34.64%），高

（>12  437.81元 ）659人 （33.47%）；不吸烟 908人
（46.11%），吸烟 1 061人（53.89%）；不饮酒 781人
（39.66%），饮酒 1 188人（60.34%）；睡眠时间不足

246人（12.49%），合理 1 330人（67.55%），过多 393
人（19.96%）；无慢性病病史 1 648人（83.70%），有

慢性病病史 321例（16.30%）。2 373名女性中老

年居民中，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 1 303人（54.91%），

初中 623人（26.25%），高中及以上 447人（18.84%）；

婚姻状况非在婚 281人（11.84%），在婚 2 092人
（88.16%）；居住在城市 723人（30.47%），农村 1 650
人 （69.53%）；家庭人均年收入低 （<5  120.92元 ）

819人 （34.51%），中 （5  120.92⁓ 12  353.24元 ）764
人（32.20%），高（>12 353.24元）790人（33.29%）；不

吸烟 2 287人（96.38%），吸烟 86人（3.62%）；不饮

酒 2 181人 （91.91%），饮酒 192人 （8.09%）；睡眠

时间不足 309人（13.02%），合理 1 578人（66.50%），

过多 486人 （20.48%）；无慢性病病史 2  015人
（84.91%），有慢性病病史 358例（15.09%）。男性

和女性中老年居民的平均年龄分别为 （56.97±
9.79）和（55.92±9.69）岁；平均身体活动量分别为

（195.22±199.10）和（208.60±207.91） MET-h/week；平
均每日能量摄入量分别为（9 838.31 ± 3 033.68）和
（8 338.10 ± 2 629.78） KJ/d；平均体质量指数分别为

（23.47±3.16）和（23.93±3.33） kg/m2；平均收缩压分

别为（128.95±17.53）和（126.87±19.28） mmHg；平均

舒张压分别为（83.51±11.15）和（80.69±11.03） mmHg。
 2.2    中国中老年居民 E-DII变化轨迹（图 1）　中

国男性和女性中老年居民 E-DII各识别出 3条变

化轨迹，根据各条轨迹随年龄的变化特征，将男

性 E-DII的 3个轨迹组分别命名为“中促炎–上升

组”[78.82%（1 552/1 969）]、“中促炎–下降组”[6.10%
（120/1  969）]和 “高促炎 –稳定组 ” [15.08%（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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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69）]，女性 E-DII的 3个轨迹组分别命名为“低促

炎–上升组”[16.60%（394/2 373）]、“中促炎–下降

组”[6.74%（160/2 373）]和“中促炎–稳定组”[76.66%

（1 819/2 373）]。由图 1可见，男性和女性中老年

居民 E-DII普遍呈促炎风险且变化趋势相似，女

性各条轨迹 E-DII水平均低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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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轨迹组上下的虚线为该轨迹组在对应时间点估计均值的 95%CI。

图 1    中国男性和女性中老年居民 E-DII随年龄变化轨迹

Fig. 1   Age-related trajectories of E-DII among middle-aged and elderly Chinese residents by gender
 

 2.3    中国中老年居民随访期间T2DM发病情况（表1）
最终纳入分析的 4 342名中国中老年居民共随访

29 979人年，平均随访（6.90±2.54）人年，随访期间

T2DM发病 401例，发病密度为 13.38/1 000人年。

T2DM累积发病率为 9.24%；男性和女性中老年居

民随访期间 T2DM发病数分别 207例和 194例，发
病密度分别为 15.38/1 000人年和 11.74/1 000人年；

T2DM累积发病率分别为 10.51%和 8.18%。不同基

线特征男性中老年居民 T2DM累积发病率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不同基线特征

女性中老年居民比较，不同居住地和慢性病病史

女性中老年居民 T2DM累积发病率不同，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男性糖尿病组和非糖

尿病组中老年居民平均年龄分别为（57.50±9.73）
和（56.92±9.79）岁，平均身体活动量分别为（194.60±
199.38）和（195.28±199.13）MET-h/week；平均每日能

量摄入量分别为（10 062.28±3 042.52）和（9 816.98±

3 032.77）KJ/d；平均体质量指数分别为（24.60±3.29）
和（23.36±3.12）kg/m2；平均收缩压分别为（132.30±
17.81）和（128.61±17.47）mmHg；平均舒张压分别为

（84.50±10.85）和（83.41±11.18）mmHg；女性糖尿病

组和非糖尿病组中老年平均年龄分别为（57.30±
8.99）和（55.81±9.74）岁；平均身体活动量分别为

（221.91±245.04）和（207.56±204.73）MET-h/week；平
均每日能量摄入量分别为（8 375.09±2 625.49）和
（8 335.49±2 630.24）KJ/d；平均体质量指数分别为

（25.07±3.53）和（23.84±3.30）kg/m2；平均收缩压分别

为（133.80±21.04）和（126.33±19.03）mmHg；平均舒

张压分别为（85.37±12.17）和（80.33±10.86）mmHg。
糖尿病组与非糖尿病组中老年居民比较，不同组

别男性中老年居民平均体质量指数和平均收缩

压不同，不同组别女性中老年居民平均体质量指

数、平均收缩压和平均舒张压不同，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均 P<0.01）。
 
 

表 1   中国不同基线特征中老年居民随访期间 T2DM发病情况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T2DM incidence during follow-up among middle-aged and elderly Chinese

residents stratified by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特征 分类
男性（n=1 969） 女性（n=2 373）

T2DM发病例数 T2DM累积发病率/% T2DM发病例数 T2DM累积发病率/%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81 11.28 124 9.52

初中 72 10.03 46 7.38

高中及以上 54 10.13 24 5.37

婚姻状况 非在婚 19 14.96 25 8.90

在婚 188 10.21 169 8.08

居住地 城市 56 10.05 39 5.39

农村 151 10.69 155 9.39 c

家庭人均年收入/元 a 低 65 9.91 76 9.61

中 66 9.68 57 7.21

高 76 11.53 61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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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Table 1 Continued

特征 分类
男性（n=1 969） 女性（n=2 373）

T2DM发病例数 T2DM累积发病率/% T2DM发病例数 T2DM累积发病率/%

吸烟情况 不吸烟 93 10.24 184 8.05

吸烟 114 10.74 10 11.60

饮酒情况 不饮酒 87 11.14 182 8.34

饮酒 120 10.10 12 6.25

睡眠时间 不足 22 8.94 25 8.09

合理 141 10.60 122 7.73

过多 44 11.20 47 9.67

慢性病病史 无 163 9.89 149 7.39

有 44 13.71 45 12.6 c

E-DII变化轨迹 b 中促炎–上升组/低促炎–上升组 156 10.05 39 9.90

中促炎–下降组 17 14.17 6 3.75

高促炎–稳定组/中促炎–稳定组 34 11.45 149 8.19

　　注：a 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中和高水平男性分别为<5 458.29、5 458.29⁓12 437.81和>12 437.81元，女性分别为<5 120.92、5 120.92⁓12 353.24和>
12 353.24元；b E-DII变化轨迹男性为中促炎–上升组、中促炎–下降组和高促炎–稳定组；女性为低促炎–上升组、中促炎–下降组和中促炎–稳定组；

c 同性别各组内比较，P<0.01。
 

 2.4    中国中老年居民E-DII变化轨迹与T2DM发病

关系　在调整了基线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

居住地、家庭人均年收入、吸烟情况、饮酒情况、身

体活动量、睡眠时间、慢性病病史、平均每日能

量摄入量、体质量指数、收缩压、舒张压和随访

年数等混杂因素后，两水平 Cox比例风险回归模

型分析结果显示，中促炎–稳定组和低促炎–上升

组女性中老年居民发生 T2DM的风险分别为中

促炎–下降组女性中老年居民的 3.22倍（HR=3.22，
95%CI=1.37～ 7.55）和 4.81倍 （HR=4.81，95%CI=
1.96～11.83）。男性中老年居民 E-DII变化轨迹与

T2DM发病无显著关联。

 3   讨　论

本研究应用 1991—2018年 CHNS队列数据

识别中国 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老年居民的

E-DII变化轨迹。并探讨其与 T2DM发病风险之

间的纵向关联。结果显示，我国中老年居民饮食

普遍存在促炎风险，E-DII增长轨迹和维持在较

高水平的轨迹是女性中老年居民 T2DM发生的

重要危险因素。提示引导中老年居民（尤其是女

性）抗炎饮食会对该人群的 T2DM防控发挥重要

作用。

目前，国内外应用调查对象在不同年龄时的膳

食追踪调查数据评估 E-DII长期变化趋势及其对

T2DM发病风险的影响较少。本研究通过 GBTM
模型在男性和女性中老年居民中分别识别出 3类
具有相似变化趋势的轨迹组，各轨迹组 E-DII总
体呈促炎风险，其中“中促炎–下降组”在男性和

女性中老年居民中分别占 6.10%和 6.74%，人数

占比最低。提示绝大部分研究对象的 E-DII处于

明显上升趋势或维持在较高的初始水平，这可能

与近年来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我国居民膳食结构

从传统的粮谷类、蔬菜为主的膳食逐渐向含较多

动物性食物、精制碳水化合物的高能量密度饮食

结构转变，偏离了平衡膳食的饮食构成有关 [19]。

女性 E-DII水平低于男性，提示女性倾向于消费

更少的促炎食物，这与既往研究[20] 结果一致。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老年女性居民 E-DII随
年龄明显上升，趋势组和维持在较高促炎水平的

轨迹组均会增加 T2DM的发病风险。在调整基线

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居住地、家庭人均年

收入、吸烟情况、饮酒情况、身体活动量、睡眠时

间、慢性病病史、平均每日能量摄入量、体质量

指数、收缩压、舒张压和随访年数等混杂因素后，

两水平 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中

促炎–稳定组和低促炎–上升组女性中老年居民

发生 T2DM的风险分别为中促炎–下降组女性中

老年居民的3.22倍（HR=3.22，95%CI=1.37～7.55）和
4.81倍（HR=4.81，95%CI=1.96～11.83）；而男性中

老年居民 E-DII变化轨迹与 T2DM发病无显著关

联。E-DII轨迹组与 T2DM发病的关联因性别而

异，可能与不同性别居民在遗传效应、表观遗传

机制、生活方式和对环境特定影响的暴露等存在

差异，且性激素对能量代谢、身体成分和炎症反

应均有较大影响有关；还可能与女性居民一般为

家庭烹调的主要人员，对膳食数据回忆较男性居

民更加准确有关。此外，社会心理因素也是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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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DM发病风险性别差异的原因 [21]，但具体原因

尚有待进一步研究。一项对 5 105名中国新疆维

吾尔族 35～74岁人群进行的研究发现，DII第五

五分位组患 T2DM的风险为第一五分位组的 3.27
倍（OR=3.27，95%CI=2.38～4.50）[7]。一项对伊朗

9 811名 35～65岁成年居民的研究发现，促炎饮

食与 T2DM患病风险相关，DII得分最高组较最低

组 T2DM患病风险增加 48%[22]。Lee D H等[23] 将

美国 Nurses′ Health  Study、Nurses′ Health  Study  II
和 Health Professionals Follow-up Study 3个大型队

列研究数据合并，在 204 995名参与者中发现经

验性膳食炎症模式得分与 T2DM发病风险增加

有关，其中第五五分位组 T2DM发病风险为第一

五分位组的 3.11倍。然而，在一项对伊朗 2 975
名 19～75岁人群的研究中，虽然发现 DII得分与

餐后 2 h血糖水平呈正相关，但未观察到其与空

腹血糖受损、糖耐量异常、T2DM和胰岛素抵抗

的关联[9]。研究设计、样本量、研究人群的年龄构

成、种族、地域、统计模型纳入的协变量、评估膳

食摄入量的复杂性以及计算 DII膳食组分的数量

及种类的差异可能是导致结论不一致的原因。

T2DM病因复杂，与年龄、基因等不可调节因素

以及膳食、生活方式等可调节因素有关[24–25]。尽

管目前 T2DM的病因和确切生物学机制尚不完

全明确，但已有大量证据表明，膳食作为一种重要

的可改变的暴露，可通过影响机体的炎症水平，

进而影响 T2DM的发生和发展 [26–27]。具体而言，

炎症因子中的肿瘤坏死因子和白细胞介素–1β
等能导致胰岛素抵抗、胰岛 β细胞功能受损，并

最终导致 T2DM[28]。研究表明，膳食在慢性炎症

的调节中起着核心作用 [29]。膳食可通过营养素

的促炎、抗炎效应调节机体的慢性炎症水平，促

炎膳食成分摄入易导致 C反应蛋白、肿瘤坏死因

子和白细胞介素–6等炎症标志物水平增高 [30]，

而这些炎症因子在 T2DM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极

为重要。既往研究结果显示，饮食中富含全谷物[31]、

水果和蔬菜 [32]，与较低的 C反应蛋白水平相关。

同时，多酚化合物、多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

维生素 C、维生素 E和 β–胡萝卜素等特定营养素

亦与低炎症反应状态具有相关性[33–37]；而摄入较

高的精制谷物、含糖饮料、加工红肉、油炸或烧

烤类食品以及偏好高糖、高脂饮食等则会使机体

产生促炎反应[38–42]，与更高的 T2DM发病风险相

关。因此，在中老年人群中，避免促炎饮食和（或）

提倡抗炎饮食可能是预防 T2DM发病的膳食干

预策略和膳食指导的新目标。

综上所述，中国中老年居民饮食普遍存在促

炎风险，中老年女性居民 E-DII随年龄明显上升

趋势组和维持在较高促炎水平的轨迹组均会增

加 T2DM的发病风险。因此，改善促炎饮食可能

成为中老年居民（尤其是女性居民）预防 T2DM
发病的有效干预策略。但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首先，CHNS未开展餐后糖耐量检测，可能

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研究人群 T2DM的发病率；

其次，本研究采用连续 3 d 24 h膳食回顾法获得

膳食调查资料，可能存在回忆偏倚；最后，由于识

别 E-DII变化轨迹至少需要 3轮数据。为了同时

满足轨迹分析和队列设计的要求，本研究使用比

较严格的纳入排除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亦可能

增大选择偏倚。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建议通过

补充餐后糖耐量检测（如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以提高 T2DM诊断的准确性；同时可采用更客观

的膳食评估方法（如食物称重记录或生物标志物

检测）以减少回忆偏倚的影响；此外，还可进一步

扩大样本量并延长随访时间，通过更宽松的纳入

标准或多种轨迹模型验证结果的稳健性以降低

选择偏倚。

数据可用性声明　本研究数据包含了参与者的

个人信息、健康状况等研究内容。在整个研究过

程中，研究团队采取了多重数据保护措施，如数

据加密、匿名化处理等，以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

保密性。鉴于原始数据涉及参与者隐私保护和

伦理限制等原因，无法公开原始数据。

致谢　感谢所有参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工

作人员和调查对象的支持与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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